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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美使 Caleb Cushing 的中文译名,本文使用的“顾圣”是这一时期双方交涉文件中惯用的“顾圣”二字,也是《望厦条约》

中文官本确立的译名;但程矞采和耆英呈给皇帝的奏折及包括《筹办夷务始末》在内的近代史文献,常将其称为“顾盛”。

② 外国商人及外国使节在鸦片战争前若要向中国官府递送文书须用“禀”,中国官府则通常用“谕”来做出答复或指令,故

“禀”和“谕”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中西文移形式。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朝在 1 842 年《南京条约》第 1 1 条内承认中

英邦交平等后,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清朝大臣若有文书来往,便使用“照会”字样。美国在华官员同中国交往时亦援

此例。有清一代的公文形式主要有奏、上谕、谕旨、咨文、照会、剳行、申呈、申陈、禀、批、谕、信等十数种。参见[美]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40 1 4 1 页。

笔尖上的战争:《望厦条约》订立前顾圣
与程矞采间照会交涉研究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 1 6 20)

[摘　要]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 1 844 年 2 月抵达澳门后,公使大臣顾圣旋即提出北上

赴京向中国皇帝面呈国书和订立和约的请求。面对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

遵谕旨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周旋,以阻止美国使团北上。往来于顾程间的 2 5 件照会冲突不断,极具

戏剧性,特别是程矞采在照复中无由头地提到美国兵船赴小吕宋一事,招致顾圣使团的不信任,而程对

《南京条约》文本的大幅改动,大概是顾圣在中美新订条约后将《望厦条约》从中文回译为英文、将每条条

文的汉字字数记录在案并将此作为预防中国人私改条约之措施的主要原因。此外,顾圣使团译者对“约
计三月内”一语的翻译,也给双方交涉带来了严重后果,险些使双方交涉决裂。利用文本比较与翻译史研

究方法来梳理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折冲樽俎,有助于客观书写近代中美外交关系史的第一页。
[关键词]顾圣;程矞采;照会;翻译;《望厦条约》;《南京条约》

受中英鸦片战争及双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等事件触动,美国欲效仿英国同中国

订立条约,以享有英人通过战争在华所获之一切权利,继而谋求扩大美国在华通商权益。美派

往中国的顾圣使团(The Caleb Cushing Mission)于 1 844 年 2 月抵达澳门后,公使大臣顾圣旋即

提出北上向中国皇帝面呈国书和订立和约的请求①。面对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护理

两广总督程矞采遵照此前他已奉到的阻止美国使团北上进京的谕旨,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

周旋。
美外交公使大臣顾圣同大清官员间的外交活动主要借助频繁互致“照会”实现②。“照会”对应

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但有时也用“note”及“(public)despatches”[1]。美使顾圣与大清官员间



的照会往来,从时间上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他与刚刚担任护理两广总督一职的

程矞采(1 783—1 85 8)之间①,第二阶段则发生于他同新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之间②。对照中

美两国存世的有关 1 844 年《望厦条约》订立前以上两阶段的中英文外交照会档案,可发现其中包含

的冲突情节颇多,仅就顾圣与程矞采间的共 2 5 件照会交涉而论就极具戏剧性。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Elij 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曾将顾圣与程矞

采之间的照会往来形象地比作“笔尖上的战争”(war of words)[2]3 6 5。
细究档案可发现,针对美使顾圣在抵华初期提出的使团北上进京朝见皇帝、抄送《南京条约》

《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大西洋贸易条款》等中文本以供美国使团参考等外交请求,程矞采

在照复或照会顾圣时坚守原则,维护中方利益,明确摆出抵御和回避姿态,坚持美使团宜在粤候旨

而不宜赴京面圣,且认为中美两国无须缔结条约。但程矞采在照复或照会对方时受意识形态、权限

有限等种种复杂缘由影响,在交涉细节上也曾犯下外交失误,多次予人口实,在美方发现并直接指

出其问题后,或缄默不语,或找托词,以对抗美方的请求并直陈中方的态度。程矞采的一系列作为

或不作为使得作为《望厦条约》订立一方的大清,渐渐在交涉中陷入被动不利的情形。此外,照会的

翻译和语言问题也曾给双方的交涉带来的严重后果,险致双方交涉决裂。
学界过往的早期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或从中文档案或从英文档案出发,已对这一阶段的史实

做过不少描述与还原③,但鲜有学者同时对照中英文档案文本对同一历史事件展开细究,以揭示中

美两国早期外交面临的语言障碍,并借助翻译史研究对隐藏于语言背后的中外关系史问题做出更

为冷静与客观的剖析。学界对本文提到的小吕宋事件、程矞采私改《南京条约》、“约计三月内”等照

会翻译问题引起的外交冲突、美方对《望厦条约》的回译及对中文本每条字数的详细记录等重要发

现,亦未有任何专论。

一、兵船往小吕宋事件与程矞采的羁縻之道

顾圣使团未及登陆澳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 844 年 2 月 2 7 日;为节约篇幅计,以下只

用公历),在没兰的湾号兵船上(U.S.Flag Ship Brandywine)便准备妥当了致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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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矞采在道光二十一年(1 84 1)至二十三年(1 843),先后担任江苏布政使兼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广东巡抚等

职。道光二十三年,时任两广总督祁贡病休,程矞采于同年十二月受命担任护理两广总督,同时主持广东的对外关系事

务。此前他曾协同耆英与英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故有一些外交经验。程上任护理两广总督的时间坐标就在顾圣使

团抵达中国前不久,他兼任此职直至耆英正式赴任两广总督止,此时祁贡已经病逝。再说耆英,他在 1 843 年 1 0 月同英国

代表璞鼎查签订好《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后,就回到了两江总督任上。1 844 年 3 月 1 9 日,他从两江总

督任上被调为两广总督,4 月 22 日又被再次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全面接掌在广州之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任,皇帝下旨:“耆英

现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

准其钤用,以昭慎重。”(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 1 9 64 年版,第 28 1 6 页)这道谕旨是清朝对外体

制的重大变更,由此确立长达 1 5 年的由两广总督兼任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惯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

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 22 页)。耆英于 1 844 年 5 月 3 1 日抵达广州。
顾圣同程矞采间的照会交涉主要围绕的是北上进京这一主题,在内容上明显区别于顾圣同耆英间关于铜箭风波、徐亚满

事件以及《望厦条约》文本协商等主题的照会。本文仅探讨前者,对于顾圣与耆英的照会,参见屈文生《〈望厦条约〉订立前

后中美关于徐亚满案照会交涉研究》,载《法学》20 1 6 年第 8 期,第 1 3 3 1 44 页;屈文生《〈望厦条约〉订立前后中美往来照

会及翻译活动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 1 7 年第 1 期,第 1 1 3 1 2 6 页。
参见[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 9 5 9 年版,第 1 3 1 1 3 5 页;李抱宏《中美外交关

系》,(台北)商务印书馆 1 9 7 2 年版,第 3 8 4 1 页;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 844 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1 年版,第 84 1 1 6 页;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7 年版,第

1 00 1 08页;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 7 84—1 844)》,(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2 6 3 3 5 页;刘海峰《重评程矞

采》,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第 80 85 页。



的第一件照会①。顾圣提出的基本目标包括使团拟同中国钦差大臣商议条约、不日将进京向中国

皇帝呈递国书、需在澳门登岸居住数周等事宜[3]2。
针对顾圣的以上照会,程矞采在第一次照会(复)顾圣时,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中方的意见:美

国不宜效仿英国同中国订立条约②。他的理由是,中英之所以需要订立“和约”,是因为两国间发

生了战争,故中英两国需要签订“和约”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中美两国“本属和好,何待

条约”③?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高明的,这是程矞采自首次照会顾圣

以来始终坚持的立场。程矞采致顾圣照会的主旨,除以上中美无须缔立和约的观点外,还包括

以下两点:(1)美使团切不可遽往天津;(2)历来各国使臣若要晋京朝见皇帝,皆需在近边口外停

候,由各省大吏奏明请旨④。
此前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部堂祁贡曾行札美国领事福士(Paul S.Forbes)寄信回国,阻止

美国使团开行,只是美国方面称,这一信函并未寄到。但鉴于美使顾圣已经“奉统领差遣,度越八万

里重洋,凡九阅月来至中国”,又鉴于其“词极恭顺,而意殊胶执”[4]2 80 5,故程矞采在对待美国使团

时,只好坚持清廷惯用的怀柔远人的“羁縻”之道:既然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使团访华,就只能在他们

抵华后加以笼络控制。为保持自主,程矞采在向皇帝上奏时还特别提到清廷应秉持“中国不能遇事

迁就,各国亦不得任意要求”的态度与原则[5]1 8。“羁縻”为的就是“控驭”。为阻止使团北上,程矞

采特别提出:“惟该使(指顾圣)并不进省求见,番舶乘风行驶,旬日可达天津,倘粤省未经奏报,而畿

辅近地海口猝见夷船,殊滋疑虑,且恐夷情阻隔,或致激成衅端。臣以夷务甫定之时,今昔情形不

同,必须暂事羁縻,方可徐图控驭。”[4]2 80 6“羁縻”之道并不是程矞采的个人看法,而是在粤处理夷务

的官员为奉行对美使团“婉为开导”的谕旨必须做出的选择[4]2 804 2 80 5。为处理好与美国使团交涉这

一棘手“夷务”,程矞采还同因重病在家休养的两广总督祁贡面商过此事,他在向道光皇帝上奏时专

门提到“臣与督臣祁贡面商,意见相同”[4]2 80 6。
程矞采始终没有同意顾圣北上,也没有直接允诺要与顾圣订立条约,有力贯彻了皇上的谕旨。

但在双方往来照会中,程矞采曾多次在交涉细节上被顾圣使团轻易地抓到把柄,以至于多次被顾圣

控制了话语主动权。换言之,在顾圣同程矞采的交涉中,顾圣常因指出程矞采的外交失误乃至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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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该件照会的英文原文载于美国第 28 届国会第 2 次会议档案之内。将该照会件的中译本与英文原本相比,可发现“照会译

本”内的一些翻译问题。如关键信息原文为“a few weeks”,被原译者译为“约一月之间”;原译者在翻译 Brandywine(即没

兰的湾号)一词时,将之有意处理为“本公使座驾本国水师提督没兰的湾兵船”,即添附了“公使座驾”、“本国水师提督”及
“兵船”等附注信息;译者还增译了诸如“于本年正月初十日,已到澳门海面抛泊”,“为此咨明贵大人,以本公使不日进京”
等语句。此外,有一处细节过去很少有人提到,顾圣致程矞采照会的中译本实际有两个:一个可称作“照会译本”,载于《美
使公文档》,后又收录于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第 5 页)
之中;另一个则可称作“上奏版本”(四百里驰奏),见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1 844 年 4 月 9 日)“程矞采奏阻止美使

顾圣晋京折”的“附件”(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 1 9 64 年版,第 2807 页),大概出于格式变动、文
字润色等故,程矞采的“上奏版本”曾对顾圣“照会译本”做过些许改动。
程矞采在这份照会及日后一系列照会中表明他是“大清护理两广总督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地方提督

军务监理粮饷程”,引号内“程”之前的一连串头衔便是程矞采的官职名。译者伯驾将引号内文字原封不动地翻译了出

来:Ching,of the Celestial Dynasty,acting Governor General of Kwang Tung and Kwang Se,Director of the Board of War,

acting Member of the Board of General Inspections,[at Peking,]assisting Imperial Adviser,Lieutenant Governor of Canton,

Commander-in-Chief of its Military Forces,and acting Commissioner of the Grain Department。
“(英美)两国之于中国,情势又自不同。英吉利与中国构兵连年,始议和好,彼此未免猜疑,故立条约以坚其信。”“本属

和好,何待条约,与英吉利之初与中国不和,后始两归于和,不能不坚定条约者,碍难并论,请贵公使熟思之。”参见张贵

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第 6 页。
有趣的是,程矞采后来在给道光皇帝所上的奏折内,对他致顾圣的照复也做过细微修改。如他将“现在大皇帝福寿安

康”及“大皇帝不忍公使于度越重洋后,再劳跋涉”分别给改为“大皇帝福寿安康”、“大皇帝体恤远人,不忍公使于度越重

洋后,再劳跋涉”。参见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 1 9 6 4 年版,第 2 80 7 2 80 9 页。



误,而在交涉中占据主导地位,且牢牢控制住照会的主题;相形之下,程矞采在交涉中则常处于疲于

应付的被动地位。程矞采在首件照会中便闹出了乌龙事件。
具体而言,在首次照复顾圣时,程矞采出人意料地“错引”了顾圣使团驾驶“没兰的湾兵船往小

吕宋”一事①。他说:“至公文内所称没兰的湾兵船现在小吕宋,满载粮食,约俟一月即驶赴天津等

语,此事尚须斟酌而行,不可轻有举动。”[5]6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程矞采这一段所谓对方在“公
文内所称”的节录,根本就不在前述顾圣致其的照会文件之内。

细究档案,没兰的湾兵船赴小吕宋一事,顾圣在其照会内的确从未提及。此事有可能是程矞采

打探到的情报②,却在他照复顾圣的公文内披露出来,的确不可思议(但也存在他是为警告对方而

有意为之的可能性)。顾圣收到照会后,立刻奚落了程矞采,并强调此乃程矞采之错。他在第二次

致程矞采的照会中,有针对地说:“现本公使必须知觉,贵大人照会内有‘事实错误’(原文为 error of
fact),所谓‘前至公文内所称没兰的湾兵船,现往小吕宋,满载粮食等语’,请贵大人复查,该本公文

内并无有此兵船现往小吕宋等语。”[5]7

顾圣虽承认没兰的湾兵船后来确实去了小吕宋,但他坚称照会发出之时,该兵船仍在澳门停

泊。以裨治文代表的美国人后来在《中国丛报》上就借此事大肆攻击中方,称中方“构陷”美方[2]3 6 0。
事实上美兵船的确去了小吕宋,裨治文所谓的“构陷”或“作伪”实乃美方构陷,不过程矞采在首次照

复对方时就留下于己不利的话柄,总是值得自我检讨的。
类似地,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后,在首次照会顾圣时,曾想当然地称顾圣为“米利坚国公使”,但顾

圣毫不迟疑地将此照会退回耆英,并成功地要求将他的职衔改为“亚美理驾联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

驻中国公使大臣”[5]24。《中国丛报》的编辑为这一胜利感到兴奋,并联系小吕宋事件评价说:“顾圣

在面对程矞采的作伪时也应这般强硬,才是正理。”[2]3 6 0

顺便要提的是,有学者称“程矞采对顾圣第一封信件的回复是有礼貌的,但却特别姗姗来

迟。”[6]43 6顾圣致程矞采照会的原文以英文拟就,该照会在顾圣使团停靠澳门当日(即 2 月 2 7 日)就
已拟好并发出,但程矞采首次照复顾圣的时间则在 3 月 1 9 日。对于程矞采在美方照会英文本拟就

20 天后才首次照复顾圣的事实,学界过去有人也有过臆测,将其归为大清的傲慢,并认为程矞采将

此事搁置起来,是故意采取拖延策略③。这似乎也符合“羁縻”之道的逻辑,但这一质疑仍值得进一

步澄清与补充,虽然有学者此前已提到了这点④。
真相是,顾圣在抵达澳门后一开始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顾圣是在 2 月 2 7 日傍晚抵达澳

门,此时,日后被聘为顾圣使团首席译者的伯驾(Peter Parker)正在养病[7]1 0 4 1 0 5。顾圣第一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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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小吕宋”的原文为 Manila,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相关的,“大吕宋”彼时是西班牙的译名。
程矞采曾在上道光的奏折内披露过顾圣使团抵澳的消息。不待使团照会到达,已有澳门同知谢牧之等探报:“米利坚巡船

一只,船上番梢五百余名,大炮六十四门,于是月初八日,来至九洲湾泊。”见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
京)中华书局 1 9 64 年版,第 2805 页。
比如美国历史学者肯尼斯·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著《早期中美关系史(1 7 84—1 844)》(陈郁译,商务印书馆 1 9 6 3
年版,第 1 3 6 页)、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Morse)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3 2 3 页)、美国学者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 1 9 5 9 年版,第 1 47 1 48 页)及新近出版的美国

学者雅克·当斯的《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 7 84—1 844》(周湘、江滢河译,广东人

民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43 6 页)等著作,皆持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观点。
比如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 844 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1 年版,第 9 5 页。



会的中译本事实上晚至 3 月 1 6 日才由使团随员“都司柯丹业尔”①送至广州知府刘开域处,该译

本然后由该知府代呈程矞采。故 2 0 日后回复一事并非是程矞采的耽搁。此事在《望厦条约》订
立后不久就引发过讨论,并早有定论。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中特别强调顾圣首件照会的汉译本

虽然直到约两周后才被送到程矞采手中,但耽搁的原因不在于程矞采,因为道光年间处理“夷
务”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从皇帝到职级至底的官员,从收到照会到照复的时间,鲜有超过一天

的”[2]3 5 5。
回到“兵船往小吕宋”一事,秉持“羁縻”之道的程矞采由于急于控制和阻止,以至于在照复顾圣

时,将对方照会内的确并未提及的语句加在对方身上,故而在双方开始“笔尖上的战争”伊始就处于

下风。对于美方针对此事件的指责,他始终缄默不语,并未在任何一次照会内给出正面回复或澄

清,而这在全部照会中是罕见的,甚至是仅有的一次。在绝大多数照会中,包括后来耆英与顾圣间

的全部照会在内,中方对美方在照会内的任何疑问、请求或指责,总能及时地给予答复或解释。

二、程矞采对《南京条约》文本的重大私改

在顾程间所有的往来照会中,顾圣于 1 844 年 4 月 6 日致程矞采的照会极其重要,它引出了日

后的《南京条约》文本改动问题,是双方交涉中最具戏剧性的一节,值得着墨细述。顾圣在该件照会

中说:

照得本公使近日现查得大清国与英国、西洋国(即葡萄牙———笔者按)已有定着各条款,再
者前英国之盟约在南京定夺善后条款,此系璞鼎查商量,代英国经手办理,及西洋国之兵头边

道②,亦代西洋国商量立定各条款。本公使所查英国家及西洋国家各条款数款,未得详悉前定

之盟约及善后条款,此乃是各外洋国紧要之事,为亚美理驾合众国更为十分紧要,是以恳请贵

大人照拂,将前英国及西洋国所定之各条款抄出,俾得本公使知悉。[5]9

从以上照会可知,顾圣对此前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和中葡《大西洋贸易条款》
已有所了解,并拟在订立中美条约时加以借鉴。程矞采在四日后就此事答复顾圣时表示,《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早先已由耆英知照美领事福士,故无须再抄送。但《南京条约》与
《大西洋贸易条款》因与各国情事不同,此前未向福士通行知照,故同意将此两条约抄送给顾圣。
他称:

查钦差大臣耆前往粤东与英国璞鼎查议定通商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笔者按)及税

钞则例,均已颁发贵国领事福士一体照办,惟江南原定和约条款(即《南京条约》———笔者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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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人名在《中美关系史料》(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
第 5 页)内为“柯丹业尔”,后被程矞采改为“柯丹禁尔”(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 1 9 6 4 年版,
第 2 80 7 页),原因不详。程矞采照复顾圣的公文开篇称,“现据都司柯丹业尔赍到公文一件,均已阅悉”,也就是说顾圣

照会公文是由“都司柯丹业尔”送至程矞采的。“都司柯丹业尔”是 Major O'Donnell 的汉译名,今译“奥当内尔少校”。需

要说明的是,“都司柯丹业尔”是顾圣使团中自费前往中国的一位年轻人,来自马里兰州,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是美国

驻广州领事福士的朋友。在《望厦条约》谈判期间,他是福士获取消息的主要来源(参见雅克·当斯《黄金圈住地———广

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 7 84—1 844》,周湘、江滢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 0 1 5 年版,第 4 1 0 页)。顾

圣在重要场合常需要他,并让他充当与中国官方联系的信使。
顾圣 原 文 如 下:″...the treaty negotiated by D.Adriao da Silveira Pinto in behalf of Portgual...″见 Anon.,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 s,Second Ses sion of the Twenty-Eighth Congre s s,Begun
and Held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December 2,1 844,in the Sixty-Ninth Year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 s:Vol .2,Washington,D.C.:Gales and Seaton,1 845,p.8。由此可知中文本内的“边道”系 D.Adriao da Silveira
Pinto 的译名,此人的译名在其他场合多译作“边度”。



西洋澳门新定事宜(即《大西洋贸易条款》———笔者按)因与各国情事不同,是以未经通行知照。
兹据贵公使照会,请为抄发,本兼护部堂已查照各原案,将盟约条款一并抄录封送,即烦贵公使

查收阅看可也。[5]1 0

程矞采称,他已“查照各原案”,愿将《南京条约》及《大西洋贸易条款》“抄录封送”。令人匪夷所

思的是,程矞采虽答应了抄送,但却在抄录时暗中动了手脚,特别是将“江南原定英国和约条款”从
原先的十三条缩、改、删、移为七条。此事不久即被顾圣察觉,程矞采再次授人以柄,由此变得更为

被动。
众所周知,该条约包括约首及十三条正文,主要包括保护侨民(第一条)、五口通商(第二

条)、割让香港(第三条)、虎门销烟赔款(第四到七条)①、释放俘虏与汉奸(第八至九条)、关税议

定(第十条)、邦交平等(第十一条)、英方退兵条件(第十二条)及钤用御宝(第十三条),但是程矞

采提供的附件只包括了其中七条。程矞采对原条约内的割地条约只字未提。有关赔款的条款

原本有三条,但程矞采在其提供的版本内略去其中两条不提。即便是对仅提供的七条,程矞采

也做了诸多删改。
如程矞采将原第一条:

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

佑身家全安。

改为:

嗣后中国与英吉利国永存平和,所属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为了不提政治意涵丰富的“大英国”字眼,程将原文内“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改为“中国”
与“英吉利”。这恰似《南京条约》签订后,耆英等把该条约抄缮与道光帝御览时,把其中所有“大英”
改为“英国”如出一辙[8]1 2 4。

程将原第二条: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
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

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改为: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商人挈眷寄居中国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

港口,贸易通商,并由英国派领事官住该五处,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商

按照下条开叙之例,交纳货税、船钞等费。

这条的主要改动体现在“英国人民”被改为“英国商人”、“英人”改为“英商”、“钞饷”改为“船钞”
等几处。此外,如同在第一条内的变动一样,程坚持改掉“大英国”及“君主”等字②。后世研究者发

现,英国“领事署经历汉文知事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人曾将《南京条约》第二条内

的 cities and towns,在该条前半句译为“港口”,但在后半句又译为“城邑”,即英国民人只能居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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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文文献内,虎门一般译作“the Bogue”或“the Boca Tigris”。
“君主”二字在《南京条约》中首次成为“Queen”的中文译词。



处港口,只有英国官员可居住五处城邑,从而为中英日后长期争执的英人入城问题埋下了祸根①。
程矞采改动后的这条虽删除了“城邑”二字,将前后统一为“港口”,但却使得中文更加远离英文原意。
换句话说,假如依据程的版本,无论英国官员还是民人,都只能在五处“港口”而非“城邑”居住。

程将关于释放俘虏的原第八条:

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改为:

凡英国及属国军民人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予释放。

这里程矞采再次删掉了“大英”等字。他还将“准即释放”改为了“准予释放”,一字之差,紧迫程

度已发生明显变化。对照英文原本可发现,这里原先用的实际上是“unconditionally”一词,即皇帝

同意“无条件地”释放英方俘虏。
程将关于释放汉奸的原第九条: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

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改为:

凡中国人与英人来往,或有跟随及伺候官者,均由大皇帝恩准全然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

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即释放。

更改后的这条若仅从中文文法和文意上看,的确更为清晰,但距离原文的意思还是相去

甚远②。
程将有关协定关税的原第十条:

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

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
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

过□分。

改为:

前第二条内,言明英商在广州等五口应纳进口出口税饷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

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

天下,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一切仍照旧例征收。

其中“开关俾英国商民”改为“英商”,“货税、饷费”改为“税饷等费”;“不得加重税例”改为“不得加重

税则”③;“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一句改为“一切仍照旧例征收”。
对照英文原本可发现第十条的意思本来是:“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制定一部公平、正常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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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 cities and towns 的翻译问题,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 84 页;屈文生《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载《历史研究》20 1 3 年第 6 期,第 87 页。
原文的意思是:“中国皇帝同意,藉御名御玺发布和颁布救免令,全面救免所有曾在不列颠女王陛下及其官员所据地方居

住的,或向来与他们有往来的,或为他们效力的中国臣民;皇帝陛下还承诺释放所有现今可能因类似原因被监禁的中国臣

民。”参见屈文生《〈南京条约〉的重译与研究》,载《中国翻译》20 1 4 年第 3 期,第 446 页。
“Tariff”一词在《南京条约》中文官本译为“则例”,在随后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则译为“税则”,后者今仍沿用。该词

现还被常译为“关税表/税率”等。



海关税和其他费用的关税表,以适用于本条约第二条拟向不列颠商人开放的全部港口,且该关税表

应予公布晓示;皇帝进一步承诺,不列颠商品一旦在上述任何港口,依照下文确定的税则缴付了规

定的海关税和费用,此等商品可经中国商人运输到中华帝国境内的任何省市,另需缴纳一定数额的

过境税,但过境税不超过货物完税价格的百分之□。”由此可见,程的修订在意思上并未能更加贴近

原文。
程将确立平等外交关系的原第十一条:

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
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

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

改为:

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臣,与中国大臣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
字样;大臣批复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文书,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

议内,仍用“禀明”字样。

其中“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被改为“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臣”,大概是为了与下一句“大清大臣”
相对。他还删去了“无论京内、京外者”等字词。

程还将条约原第五条移作最后一条,把原文:

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

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

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改为:

凡英国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
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累欠英商甚多,今酌

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欠数,准即偿还。

其中明显之处是“大英商民”改为“英国”,“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改为“凡英国在粤贸易”;他另将其

中“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改为“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欠

数,准即偿还”。
此外,程矞采将第三、四、六、七、十二、十三等六条删除殆尽,完全未提割地之事,赔款数额

由2 1 00万改为 3 00 万①。程对原条约内割地赔款等条文的删除,以及他对“大英”或“大英国”等
提法的抗拒,无不显示出他对国家尊严的维护。但大清官员这样的鸵鸟心态只会遭到对手的

鄙夷。
顾圣于 4 月 1 0 日收到上述南京条约附件,开始似乎没有意识到它有何问题,故在 4 月 1 3 日

的照会中答复称已收到程矞采发出的“江南原定大英国和约”(即《南京条约》)与“大西洋国贸易

条款”(即中葡条约),并表示感谢。顾圣还解释道,他在请求程矞采抄送他上述条约时,并不知

道美国领事福士业已收悉《虎门条约》等情况,但“所以骚扰贵大人请给各条约者,并非以之为玩

戏,实因者各款约大有关系于本国之利益”[5]1 4。顾圣还称,美国如果不清楚中国与英国及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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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将清政府同意向英国赔款 2 1 0 0 万银圆(其中 6 0 0 万为“虎门销烟”中所销鸦片之赔款,3 00 万为偿还行商拖欠英商之

债款,还有 1 2 0 0 万为军费赔偿)之原文第四至七条等三条删除,只保留原条文第五条,即 3 00 万赔款一条。



洋国之政治关系与贸易关系,恐有害于中美两国和好之美意。顾圣在发出这封照会时,显然还

未仔细阅读与翻译程上次抄送他的附件,他还尚未发现程矞采已擅自改动《南京条约》文本内容

这一秘密。
但好景不长,对程矞采这种移花接木的招数,顾圣还是很快就识破了。在 4 月 22 日(三月初五

日)答复程矞采的照会中,顾圣深感“怅惘”(注意英文为 with much regret,意思是“深表遗憾”①;由
此可见顾圣的本意,即其用英文表达出的愤慨程度较中文“怅惘”二字更甚),他质疑道:“蒙抄录‘大
西洋贸易条款’一角、‘江南原定英国和约条款’一角付阅,殊深感谢。既而方知所付阅之英国和约

条款不全,本使臣深为怅惘。未晓有何不便,不使全阅?”[5]1 9 2 0

对于抄送《南京条约》不全一事,程矞采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1 844 年 5 月 4 日)的照复

中给出的牵强理由是,被他删除的六条仅涉及中英两国,与美国无关,所以没有抄送。他称:“前所

抄送江南原定和约条款,因内有数条,乃系中国与英国定议之事,与其余条款之可以通行各国者不

同,是以未经抄录。”[5]24但他对改动其中七条文字的原因只字未提。
程矞采对《南京条约》的私改直接导致其可信度下降,并给顾圣发难提供了借口。他对《南京条

约》的改动事实,大概是顾圣在中美新订条约后将《望厦条约》从中文回译为英文、将中文条文计数

并将此作为预防中国人私改条约之措施的主要原因。
顾圣在《望厦条约》正式签订后,曾将该条约原文的序言及正文 34 条的汉字字数逐条数清,并

将数字记录在案备核,以防中方擅改条约内容②。根据顾圣的统计,《望厦条约》中文官本的具体汉

字字数见表 1。
顾圣使团对《望厦条约》的汉译十分用心③,为使《望厦条约》的中英文本尽量不无二致,顾圣在

1 844 年 8 月 1 9 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快报(D.S.,2 Despatches,China,No.86)中说:

鉴于英国在华侨民已心生疑窦,他们担心中国政府传达至五口通商口岸官员处的《虎门条

约》中文官本与英方的英文官本内容不尽一致,进而怀疑该条约的中文译本不够忠实于英文官

本。麦都思先生(Mr.Medhurst)和裨治文博士(Dr.Bridgman)为此将中文官本译回英文,他
们的译文显示,该条约的中文官本与英文官本间确有实质不同。由于英国政府保存的该条约

中文官本目前还未公布,故中英文官本间的差异究竟是英方条约译者的粗心大意所致,还是中

方刻意篡改的结果,尚不得而知,坊间也是众说纷纭。怀疑中方背地里动手脚的猜测听上去或

许有些刺耳,但是考虑到中方官员此前为向皇帝或国民掩盖事实真相,曾多次做出过这般不实

之举,这种推测也非空穴来风。[3]9 1 9 2[9]6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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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文原文为:″When I addressed your excellency on the 1 3 th,thanking you for copies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and of that of
Portugal,I was not aware of the fact,which I have since discovered with much regret,that your excellency did not deem it
convenient to communicate to me the whole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参见 Anon.,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 s,Second Ses sion of the Twenty-Eighth Congre s s,Begun and Held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December 2,1 844,in the Sixty-Ninth Year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 s:Vol .2,Washington,

D.C.:Gales and Seaton,1 845,p.18。
顾圣曾在 8 月 1 9 日发往美国国务院的快报正文后附了一则《〈望厦条约〉中文本汉字计数备忘录》,以备不时之需。据顾圣

讲,计数这种权宜之计中方也常用。
《望厦条约》的原件共四件八份,每件含中英官本各一份,即英文官本四份,中文官本四份。美国档案中保存有三件“五口

通商口岸进出口商品税则”(三件都是中英文的),其中第一件附在美国务院 1 844 年 1 2 月 6 日收悉的顾圣快报之后;第二

件显示收件日期是 1 845 年 1 月 4 日,它和顾圣带至美国的条约原件在一起;第三件注有“With the Emperor's ratified copy
of Treaty”(经皇帝批准的条约原件)字样,从上面的铅笔字迹来看,美国务院的收件日是 1 846 年 4 月 1 8 日,该原件有黄色

丝绸封面,故在美国文献中经常被称为“yellow silk original”,即“黄丝绸版原件”。参见 H.Miller(ed.),Treatie 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 s of America:Vol .4,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 9 34,pp.627,6 30 6 3 1。



另外,《望厦条约》后来还有回译本问世,美方此举明显意在检验中英文官本是否实现意思对

等①。当然,美方决定将《望厦条约》从中文本回译到英文,大概也是受到《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回译的启发②。这是顾圣使团对《南京条约》及附约持久、深入研究的结果。中英《南京条约》甫一

订立,美国人就知悉了此事,并掌握了该条约的大概内容。在美总统泰勒(John Tyler)于 1 842 年

1 2 月 30 日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及国务卿韦伯斯特于 1 843 年 5 月 8 日对顾圣所做的指示中,就
都提到了《南京条约》[9]6 5 8。泰勒要求国会“授权”、“拨款”并“批准派遣团使华”,目的正是效仿英国

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 0]4 5。

表 1　《望厦条约》中文本汉字计数备忘录

条 字数 条 字数 条 字数 条 字数 条 字数 条 字数

序 1 54 六 1 72 十二 60 十八 70 二十四 1 2 6 三十 　93

一 40 七 88 十三 1 40 十九 98 二十五 74 三十一 49

二 1 02 八 1 2 7 十四 72 二十 1 3 7 二十六 1 6 2 三十二 9 1

三 1 0 9 九 7 6 十五 6 5 二十一 82 二十七 1 0 1 三十三 94

四 1 1 6 十 22 9 十六 1 30 二十二 1 40 二十八 47 三十四 94

五 86 十一 1 3 1 十七 209 二十三 54 二十九 1 5 3 合计 3 982

　　资料来源:H.Miller(ed.),Treatie 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 s of America,Vol .4,Documents

80 1 2 1:1 83 6 1 846,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 9 34,p.630.

顾圣后在 1 844 年 4 月 22 日致程矞采的照会中,为说服中方有必要与美国订立条约而非一味

遵照中方所谓“一体均沾”或“一体照办”、“一体通商”方针,也提到他对《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虎门

条约》琢磨后的一些看法:

本使臣查察善后条款(指《虎门条约》———笔者按)只云,五港口乃是广州、厦门、福州、上
海、宁波五港,每港必留官船一只,在彼湾泊,并无禁二只不许入口之条。倘英国有二只至十只

入口,如何禁止? 且亦未有载明船之大小及兵炮器械一切条款……请问必留官船一只之款,乃
指西洋诸国否? 若然,则每国各留官船一只,岂不是中国遍海内布满兵船,如此则地方惊惶。
此一问者,必欲大人洞察舆情,盖据尊意以为中国再不用与本国及 二国重立条约,然以

本使臣揣度,尤须必要中国与本国、弗冷西重立条约,方能永保和好太平之乐矣。[5]2 0

1 844 年 5 月 9 日,顾圣致程矞采照会中又说:

观江南和约(指《南京条约》———笔者按)第四款第六条内称,中华大臣欺藐英国守备义律

及各英官之事,皇上特为揭出,即按公义合宜,故和议时给予补报与英国。[5]2 7

不仅如此,璞鼎查离开中国之时,耆英曾为其饯行,彼时正值耆英刚抵达广州不久,可见二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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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望厦条约》的回译,参见 Anon.,″A List of Thirty-four Articles,Deliberated and Determined upon for the Trade of the
Mercha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t the Five Ports in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The Chine se
Repository,Vol.14,No.8(1 845),pp.30 40;R.M.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 e sty,London:James Madden,1 847,p.41 5。
关于早期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回译史问题,参见屈文生《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载《历史研究》20 1 3 年第 6 期,第

8 6 1 0 1页。



中国停留的时间有交集,顾圣在澳门期间可能甚至还从璞鼎查处得到过一份通商抄件①。顾圣在

1 844 年 7 月 5 日向国会发出的报告中,曾向美国政府说明了中英条约与中美条约之间的实质差异

(共 1 6 条)[9]6 5 8 6 6 0。顾圣总结说:“我可能获得的一切荣誉皆源于璞鼎查爵士在中国所展现出的能

力及其谈判的成功;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应向英国表示感激,为其在中国已经取得的进展。”[1 2]8 7

种种证据表明,顾圣使团对早期中英条约的中英文本都有掌握。
鉴于顾圣使团对中英《南京条约》及附约的了解已达到较为细致与全面的程度,可以想象,程矞

采对《南京条约》文本重大私改的结果只能是欲盖反弥彰,他从纸面上隐去割地、赔款等条款,只能

让对方生出中方不愿遵守中英条约(进而扩大到一切中外条约)、拟篡改条约文本内容的猜测。总

之,此事最大限度地招致了顾圣使团对程矞采的不信任,给顾圣发难提供了借口。程矞采本欲维护

大清的利益和声誉,却适得其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美国使团对中英、中葡间已经订立的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及《大西洋贸易条款》已有深入的研究。总之,程矞采对《南
京条约》文本的改动,在很大程度上刺激顾圣在随后与钦差大臣耆英交涉或谈判时提出非分要求,
并做好了中国人可能私改条约的预防措施。

本文的发现是程矞采对《南京条约》的确有过重大私改,《南京条约》除了有经中英两国签字换

约的中文官本、英文官本和已经发现的老麦回译本以外,还有一个程氏版的《南京条约》[1 1]。倘若

程矞采在其致顾圣的照会内申明他提供的不是《南京条约》的全文而是该条约的节选,那么这种做

法无可厚非,也就称不上是重大私改,但他的解释是在对方“兴师问罪”后才给出的,而且他意在强

调保留的七条是可以一体均沾(“可以通行各国者”)的,那么这样的解释也过于草率,因为保留下来

的有一条还涉及赔款“三百万圆”,难道大清可不经谈判就要给美国赔款吗? 此外,本文重在分析程

氏版的《南京条约》文本在形式上、字面上和实际含义上均与中文官本发上了显著变化,程氏版的

《南京条约》背离了而非保持或更加贴近了《南京条约》的原中文官本的形式、文字和含义,至于它与

英文官本究竟是更贴近或背离,不是讨论的核心,因为程矞采答应向顾圣提供的也非该条约的英文

本而是中文本。
还要注意的是,顾程间的谈判无涉订约,程矞采并非钦差大臣,他自始至终没有答应对方中美

间需要订立一个所谓的“和约”,再者他本身也无权与顾圣商定条约,同意订约及条约事项是耆英到

达广州后中美双方间照会才有的交涉主题。由于程矞采和顾圣间展开的并非缔约谈判,所以程氏

对文本的改动也不是双方在无法当面会谈的情形下所采取的谈判策略。

三、翻译与外交冲突

在这场“笔尖上的战争”中,程矞采同顾圣间的激烈较量不止上述小吕宋事件和《南京条约》的
私改事件。在 1 844 年 4 月 1 2 日程矞采致顾圣照会内,还有一桩文字交涉,即顾圣使团对“约计三

月内”一语的翻译,曾引起中美双方间严重外交冲突,这险些造成双方交涉决裂。这例照会的主题

是“进京朝见事已专折驰奏”,照会的原件是中文,美方译者伯驾将其译为英文。
在这件照会中,程矞采回答了顾圣此前提到的使团不愿失去顺风晋京之时宜、与钦差大臣在粤

会面的建议以及在何处预设公馆暂寓等问题。程在这件照会中反馈的意思主要有三点:(1)进京朝

见请求已经专折由驿驰奏,只是粤东距京遥远,往返需时,约计三月内方可接到皇帝谕旨。(2)皇帝

尚未简放钦差大臣。(3)请贵公使仍在现在居住的澳门公馆暂寓等候[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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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璞鼎查可能给予顾圣的帮助,可参见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9 2 年版,第

5 3 页;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第 3 3 页。



4 月 1 3 日,顾圣致程矞采照会,内容是水师提督伯驾(Commodore Foxhall A.Parker,系另一

伯驾)引带没兰的湾兵船进泊黄埔。顾圣这份极其简短的照会翻译成中文只有 43 个汉字:“本公使

行知贵大人,本合众国之兵船没兰的湾水师提督伯驾,引带兵船旗号近日到黄埔,是为恭候贵省

也。”[5]1 4以上照会内容涉及兵船入粤,故有剑拔弩张之势。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顾圣是在几次照会

程矞采但无法得到北上进京的确切消息,进而怀疑大清官员是在拖延时间、虚与委蛇,受“约计三月

内”说法的刺激,才选择即刻启动武力威胁的备用方案①。

4 月 1 6 日,顾圣再次致程矞采照会,补充称程在 4 月 1 2 日所传递的“约计三月内总可接奉大

皇帝谕旨”及“钦差大臣现在尚未简放有人”信息都已阅悉。顾圣表示“I shall immediately leave
Macao in the Brandywine”,中文则译作“驾没兰的湾兵船长行北上,不敢再为逗留”[5]1 5。

顾圣的这份照会火药味十足,他声称美国派出兵船进泊黄埔师出有名,符合西洋惯例,原因是:
“以大皇帝之明睿,依中国之体制,断无不款接与国使臣之理,贵大人所深知也。况按西洋诸国成

规,若不款接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直与人以出师之名矣。”[5]1 5 至于定地定期会商条约事宜,
顾圣说美国若循照英国公使璞鼎查,结果只能是两国兵戎相见。他说:“合众国若全仿行之,则必须

先令中国人民再罹兵燹之灾,尤须在中国海岸占一岛屿,以为官兵屯寄之所。”[5]1 5 顾圣还表示,他
之所以选择发此照会辞行,乃职责使然。他态度鲜明地强调,中国不款接美国使团违反西方惯例,
美国可以此为由向中国发动战争。

针对顾圣以上威胁,程矞采一边安抚称“未免言之过激”,一边急忙对顾圣使团承诺以礼相待,并
承诺“一切当以待璞鼎查之礼相待,不敢菲薄”[5]1 9,以确保美方能够将兵船退出黄埔江面。4 月 1 9 日,
程矞采在照会中答复称:“广东以虎门为外户,有水师提督驻扎防守,向来各国兵船,止准在口外洋面

停泊,不准驶进口内,此乃中国定例,由来已久……相应照复贵公使,查明该船如尚未进口,即饬回澳

门湾泊,倘已进黄埔,亦即转致提督伯驾,仍将该兵船驶出回澳,慎勿久停,足征雅谊。”[5]1 6

但从程矞采第二日(4 月 20 日)的另一份照会文件来看,“水师提督伯驾已带兵船进口,到深井

湾泊”。为此,他急忙再次敦促顾圣,请他转致提督伯驾,“将兵船退出回澳停泊”[5]1 7。
受到兵船泊湾黄埔的威胁,4 月 2 1 日,程矞采三日内第三次致顾圣照会,并允诺顾圣,晋京朝

见及简派钦差事俟奉有谕旨即备文知照。这一照会系由裨治文译为英文②。程矞采在文中耐心解

释说:“由粤至京,再由京至粤,往返总需五十余日,方能奉有谕旨。”然而正是程矞采的这例解释,再
度点燃顾圣心中的怒火,使其对程更加失望。他指责程矞采的答复前后矛盾,无法值得信赖,他说

程在这里所提的“五十余日”与其前次所提“三月”不一致。顾圣在这次照会中发表的指责使得我们

相信,他在 4 月 1 3 日选择出兵黄埔是受到程矞采先前“三月”一说强烈刺激的结果。
顾圣说,程矞采在 4 月 2 1 日照会内曾提到“由粤至京,再由京至粤,往返总需五十余日,方能奉

有谕旨”,但根据先前 4 月 1 2 日照复,程矞采又提到“必须三个月内,方能奉有谕旨回粤”(while in
your letter of the 1 2 th instant the time is fixed at about three months,原文为英文,此处中文由顾

圣使团译者译出)。顾圣由此提出质疑,“此两照复,日期不同,使本使臣狐疑不决,似无确音”[5]2 1,
并怀疑程矞采此前并未及时(甚至根本就没有)向皇帝奏明美国使团到达中国的消息,他质问道:
“不知大人曾于何日驰奏?”③

显然,顾对程的再次质疑恰缘于程 4 月 1 2 日“往返需时,约计三月内”这句话的翻译。顾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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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兰的湾兵船刚从小吕宋返回澳门,于是,顾圣决意派出兵船进泊黄埔,以恫吓清廷。
极有可能是裨治文为顾圣使团翻译的第一份正式公文。
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第 2 1 页。这个质疑确无

道理,事实上,程矞采选择的是“四百里驰奏”,使团到澳的消息在 4 月 9 日已经发出。参见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 1 9 64 年版,第 2804 280 9 页。



“三月”理解是“三个月”(three months),他依据的是伯驾译文:“the distance between Canton and
Peking is very great-to go and return,the time requisite is about three months”[3]1 1。但依据程矞

采日后(5 月 4 日)照会内的专门澄清,他所谓“三月”的意思是“农历三月”,他说的“约计三月内”是
指“三月下旬”。程矞采在该件照会内申明:“本兼护部堂于二月二十五日照复内所云,三月内奉到

谕旨,乃系指本年之三月,即是本月,并非三个月之久也。”程由此特别强调,此“并非与前次照复有

日期不同之处”[3]24[5]2 5。
以上就是双方在照会交涉中因对奉到谕旨所需时日产生误解的全部经过。至于缘何会发生这

样的误解,程矞采并未指出此句中文本身具有歧义,而是将之推在了“翻译”(译者为伯驾)身上。程

矞采称:“至所称本兼护部堂前两次照会所称奉到谕旨之日期不同一节,乃贵公使未及细察,或翻译

不明,以致误会。”[5]5如果真是翻译带来了误解,那么这次误解(误译)带来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它
是中美早期外交史上一件典型的因翻译(虽然不见得真是误译)而起的冲突事件。

翻译是经常被苛责的对象,不管苛责者本身是否具备苛责被苛责者的能力。在本案中,辨明造

成误解的究竟是中文本身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似是关键。中文并不是一门很精确的语言,本件

照会的译者伯驾将“往返需时,约计三月内”中的“三月”理解为“三个月”应该是从“往返需时”和“约
计”这样的上下文推断出的。如将造成本案这般外交冲突的责任简单推在译者身上,仅用“或翻译

不明”而完全不提“或原文语焉不详”来解释造成冲突的可能缘由,是不公正的。当然这一时期因翻

译而遭受不公待遇更为典型的事件大概要数“鲍鹏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为两广总督琦善在

议和时提供翻译服务的是中国通事鲍鹏。琦善在《穿鼻条约》中答应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后即被裁撤

抄家,鲍鹏因此受到牵连,而他受到的一项严厉指控却是为外国人作间谍,泄露军事机密。虽然刑

部最终没有定鲍鹏汉奸罪或叛国罪,但他还是被“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1 3]2 6 2 2 6 7。

四、结　语

1 844 年 5 月 9 日,程矞采将皇帝谕旨三道照会公使在案,并派知府沈英、同知铜麟、督标中军

副将祺寿赍赴澳门宣示①。道光皇帝的谕旨意思很明确:不准顾圣使团进京,并令其勿轻举妄动。
顾圣收到上述皇帝谕旨三道,特别是当获悉新任两广总督耆英即将来粤的消息后,在 5 月 1 4

日致程矞采的照会内表示会“静候钦差大臣来粤”,并“与之晤酌贸易条款”。不过,顾圣此时做出声

明,“止与钦差大臣商酌,不与各等官员商论”,他明确表示,已不愿再与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继续展

开照会交涉(原文是“无庸与贵大人商论”)[5]3 1[1 4]4 1 2。5 月 1 4 日照会因此是顾圣致程矞采的最后一

件照会。程矞采致顾圣的最后一次照会则是在 5 月 24 日,其内容十分简单,程在该照会中称,他很

高兴知悉顾圣已收到皇帝谕旨,并对顾圣遵从皇帝谕旨感到“不胜喜悦”[5]3 1。耆英于 5 月 3 1 日抵

达广州后,全力任用黄恩彤与美使密谈[1 5],此后围绕中美《望厦条约》订立的交涉均发生于顾圣与

耆英之间,与程矞采再无关系。
从现有文字档案来看,顾圣善于捕捉信息,善于援用国际法和中英已订立的条约表达诉求,喜

先发制人,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他有着良好的知识背景和判断力,在表达诉求时十分注意外

交措辞,但其严谨的风格和良好的个人素养无法掩盖其虚伪性。他打着向道光皇帝呈递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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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道谕旨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向来不通朝贡,美国公使即使驶至天津,亦必令其折回,断无因其北驶到天津,另遣大臣与

之商办之理,令该使臣在粤静候。第二道谕旨的主要内容是,耆已调补两广总督,并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无论由外海、由
内河,皆不得准其进京。第三道谕旨的主要内容是,耆已调任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遇有办理各省

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钤用(关防)。参见张贵永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 9 6 8 年版,第 2 9 页。



的一封内容平淡无奇的国书和即刻恭请大皇帝福安的名义,欲行不正义之实,顾圣使团出使中国的

真正企图在于趁火打劫,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分享英国通过战争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殊利益。在同

耆英就徐亚满事件交涉时,他更是颠倒黑白,罔顾事实,故意隐藏施害人的身份信息并千方百计帮

助其洗脱罪名,他将徐亚满案发生的责任归于广州地方官的失职和不作为,目的就是要实现美国在

华侨民归美国在华领事管辖的特权。此外,他为美国争取到的协定关税特权也充分暴露了殖民主

义贪婪的真面目及掠夺和扩张的本性。
顾圣使团还不时威胁欲效仿英国的船舰外交,以北上进京要挟清廷订立和约,而大清由于刚刚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遂对美国使团选择羁縻求和,身为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对美国使团只

能奉旨婉为开导,阻止其北上。他即非两广总督,又非钦差大臣,对美交涉的权限着实有限,但面对

美方的乘人之危和非正义之举,程矞采通过外交照会尽力与美使周旋,以遵照此前他已奉到的阻止

美国使团北上进京的谕旨。在朝贡体系尚未解体、五口通商还未真正开启的时代背景下,可以理解

他在处理与美国使团关系时表现出的奇怪心态和做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他对交涉对手及美

国的了解远不及美方对他和中国的了解,我们也无法对他求全责备。事实上,这一时期包括程矞采

在内的清朝官员对美国的认识都极其有限,即便是有些了解,也均间接源于同时期林则徐、魏源及

传教士裨治文等人的作品。程矞采对美国的了解,至多与林则徐、伊里布等人不相上下,仅限于

“(美国)与弗兰西、英吉利为西洋三大国”[4]2 80 9[5]6,“亚墨理驾,即米利坚之转音,该国系二十六处为

一国,固有合众国之名,所称正统领,即其国主”等认识①。这一有限的了解也是支撑耆英同意在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允许三国使用“大”字样,分别为“大英”、“大合众国”和“大
佛兰西国”②,并给予这三个国家与“大清”或“中华大清国”一样平等地位的原因③。

程矞采给顾圣使团留下了言而无信的印象,无形中为顾圣发难提供了借口,某种意义上为顾圣

执行“韦伯斯特训令”寻找到了突破口。顾圣同程矞采展开笔战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其日后同钦差

大臣耆英的照会往来和谈判铺垫了基础。顾圣在日后说:“仔细琢磨就可看出,耆英曾阅览过我与

程矞采间往来的全部照会,耆英着手处理了那些程矞采没有回应的全部事务。事实上,我与程矞采

的文书往来对日后许多事情的解决都有助益,这段经历不仅为我与耆英间的谈判铺平了道路,而且

还使我能够以极其直白与露骨的方式向中国政府讲出那些我必须要讲但又不好讲的话———在某种

程度上,这些话的确不便于在同耆英进行文书往来时直接讲出口的。”[3]40

这一时期的交涉对后来的中法关系、美日关系都不无影响。顾圣在这一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
使他成为极具中国经验的美国政客,以至于他变成了同是来华的法国公使大臣喇萼尼(Thodore de
Lagren)请教的对象。喇萼尼于 1 844 年 8 月到澳门后,诚恳地会见了即将启程回国的顾圣。顾圣

则向他传授了自己的核心经验:只要不去北京,任何要求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满足[1 6]。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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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 1 9 64 年版,第 280 6 页。引文出自程矞采的奏折,程意在解释顾

圣照会内部分生僻名词的含义,由此推断朝廷对美国的了解也极为有限。
美国国名的汉译由“亚美理驾联国”或“亚美理驾合众国”改为“大合众国”,理由大概与英方在《南京条约》内争取确立“大
英国”译名的缘由相当,“大”字的使用是美国顾圣使团争取的结果,意在与条约另一方“大清国”内的“大”字相对等;类似

地,法国的译名在中法《黄埔条约》(1 844)内也被确立为“大佛兰西国”,此前常被译作“弗兰西国”。李育民教授曾指出,第
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列强国名前面均冠以“大”字,表明“天朝体制”已被打破,参见李育民《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北京)中
华书局 200 6 年版,第 6 页。
《望厦条约》中文本唯在“约首”处将 The Ta Tsing Empire 译作“中华大清国”。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
“中国”间划一条界线,避免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参见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

史”》,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1 0 年版,第 3 9 1 页。
针对这一看法,黄兴涛先生认为,不能将“大清”与“中国”简单对立起来,清代满族人的“中国认同”与满族人自身的“族群

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载《清史研究》20 1 1 年第 1 期,第 1 1 2 页。



1 842 年时,顾圣就向总统致函,提出美国应向中国派出特别使团。他的判断是,中国人可能乐意同

美国缔结和约,因为中国需要平衡的对外关系,中国并不想完全受制于英国。顾圣还说,如果美使

能够与中国成功缔结条约,还可从那里出发径直到日本,与日本也同样缔结类似的条约[1 7]6 0。顾圣

虽未直接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但他利用照会交涉等方式在中美《望厦条约》中竭力确立的治外法

权条款,将中国长期排除在平等适用国际法的国家之列,的确为美国后来在日本获得并确立治外法

权提供了模板。程矞采执行的羁縻之道是将美国使团在澳门拖住两个多月,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的那样,《望厦条约》的条款正是顾圣在澳门漫长的等待中草拟出来的,在此期间,他还为构建新的

贸易体系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随之改变了谈判目标[6]440。
在 1844 年顾圣使团所有照会中,共有 25 件发生于顾圣与程矞采之间,数量可谓不少。往来于顾

圣与程矞采间的照会是研究早期中美关系史的基础文献,显然值得下气力挖掘整理与研究。重视同

一历史事件中外文档案间的抵牾与出入,从比较文本的角度进行翻译问题或语言问题研究,对于《望
厦条约》签订前的中美外交关系史的书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研究者倘能将中外关系史外围的翻

译活动、翻译者、翻译文本、翻译动机及翻译影响等因素都考虑进去,可更加真切地还原史实。中外关

系史料有很大一部分原本就是从外文翻译而来或从中文翻译出去的,利用文本比较与翻译史研究的

方法对它们进行发掘与整理,可以拓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丰富其研究的维度。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上宣读,感谢评议人和《浙江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专家的评审及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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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Translation and Textual Studies of Diplomatic Notes between
Cushing and Ching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Wang-Hiya

Qu We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 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 1 620,China)

Abstract:Sending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Ta Tsing Empire by the US was partly an aftermath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AKA First Opium War,1 83 9 1 842)and the events of signings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and the Supp lementary Treaty.The US government intended to
follow the trail of Great Britain to conclude a treaty of peace with China so as to enj oy,share or
even broaden the mercantile interests and privileges which had been obtained by the Englishmen
through waging a war against Ta Tsing Empire.

Taking advantage of Ta Tsing Empire's precarious position,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arrived at Macau in February, 1 844,when Commissioner Caleb Cushing, the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proposed to proceed to
the city of Peking immediately to present his credentials to the August Emperor Taou Kw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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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egotiate with the officials concerning a trea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Confronting
Cushing's coercion of possibly using military forces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Ta Tsing Empire
exactly like Great Britain did and such an untimely request only on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used its naval and gunnery power to defeat China,Ching Yutsai,the acting
Governor General of Kwang Tung (Guangdong)and Kwang Se (Guangxi)of the Celestial
Dynasty,tried his best to implement the emperor's expedient tactics and edicts to tenderly cherish
men from afar and to prevent the US mission from going to Peking.

Ching Yutsai managed to disillusion the mission to proceed to Peking by actively or passively
sending and answering an array of public dispatches or Diplomatic Notes to the Commissioner
Caleb Cushing.The confirmed 25 Diplomatic Notes found between the two sides,however,were
full of conflicts,during which,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Ching Yutsai gave the opposing party
many excuses that undermined the credibility of him and other Chinese high officials.
Retrospectively,some incidents could be regarded as Ching's diplomatic faux pas including,

among others,Ching Yutsai's first Diplomatic Note alleging that Cushing had stated in his public
dispatch sent to him that″the frigate Brandywine has gone to Manila to take in a full supply of
provisions,and that,after about a month's delay,she may repair to Tien Tsin,etc.″Such an
allegation,surprisingly,was not from the Cushing's original note at all.

Another example was related to the maj or changes and alterations made by Ching toward the
copy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when Cushing asked for the original treaties concluded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Ta Tsing Empire or between Portugal and the Ta Tsing Empire.Ching
agreed to se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to Cushing but shortened the
original 1 3 articles to 7 articles and no mention was made of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The
original 3 articles about the payment of indemnities were reduced to only one article and the sum
of the indemnities was changed to 3 million silver-dollars from 2 1 million silver-dollars.Even
those 7 articles presented to Cushing were all abridged or altered.For example,he refused to use
the word″Great″to address England.Such alterations incurred great dissatisfaction and distrust
of Cushing and gave him a solid reason to quickly attack Ching and to make further negotiation
hard for Keying.Consequently,to make su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 Wang-Hiya
was a faithful copy,Cushing even had the characters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document numbered,

and placed that number on record for remembrance and future observation.And Bridgman later
back translated the Chinese version to English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reaty.The Cushing mission perceived nearly all these
problems and repeatedly counter-questioned Ching for explanations. To answer these
examinations and make good cases for his mistakes,Ching chose either to keep mute or to excuse
himself by blaming the translation for not being perspicuous.In addition,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phrase″sanyue″(三月)into″three months″instead of″March″by the Chinese Secretary to
Legation Peter Parker brought grave consequence to the tal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nearly
led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negotiation.

The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a Tsing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fore the Treaty of Wang-Hiya were finally concluded were with intense dramatics.A deeper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using comparative textual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ies on both Englis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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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versions of the very same historic event is beneficial for writing the very first page
of the modern diplomatic histo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Caleb Cushing;Ching Yutsai;a diplomatic note;translation;Treaty of

Wang-Hiya;Treaty of Nanking

·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

———西征第一阶段:出浙江记(四)

李杭春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1 9 3 7 年 1 1 月 2 6 日,建德接纳伤兵一千余名。此时,建德尚未驻定,而“教授中颇有离职者”;更让人忧虑的是,浙江大

学的校舍几乎散落在建德城内各地,“总办公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分设中心小学、万
源当、东门街一带”(李絜非《浙江大学西迁纪实》第 5 页,国立浙江大学 1 9 3 9 年印制)。教学设备也大多未拆箱或在路上,
因而学校教学一直“未能长足进行”(同上第 6 页)。此间学生们能做的只是一些“课外宣传慰劳工作”(同上),以及为壮丁

训练大队做“政治教官”等。
抵建德三天后,竺可桢于 1 1 月 1 7 日回杭州,处理学校仪器、设备、书籍迁移等事务;1 9 日赴天目山;20 日至 23 日,竺可桢

转皖南歙县、屯溪、祁门等地,察看可供办学的场地;26 日至 29 日,又遣刚复、柏青赴常山、衢州、江山、玉山,既商汽车、火车等

运输工具之事,又沿途探察办学地点;27 日,周承佑来电,告以允溪(吉安)白鹭可容全校;1 1 月 30 日到 12 月 4 日,李絜非等出

发往屯溪,并在金华、衢州联系浙赣间运输情形。建德一月,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似乎一直都在寻找更合适的办学地址。

1 2 月 3 日,教育部 “嘱移浙江或江西南部,适与吾辈所计划者相合矣”(《竺可桢全集》第 6 卷《日记》一集,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1 0 页。以下出处相同者,只注页码),故“则吉安之议势必成为事实”(4 1 2)。 1 2 月 9 日,竺可桢赴

赣南,在吉安、泰和发现此地青原寺、青原(阳明)书院、阳明中学及泰和萧百万家、大原书院屋宇完好。 1 2 月 1 7 日,回建德

的第二天,竺可桢即召集特种教育会议,“决定提早迁赴吉安”(420)。1 2 月 24 日,浩浩荡荡的迁徙便开始了,学生四百人、
教职眷属三百人、仪器四百三十箱、行李千余件,经兰溪、金华、常山、玉山而往吉安、泰和。在此期间,因遇金华铁路被炸,
秩序紊乱,徒增许多辗转。“据 Marriott 云,余等师生一行至金华后,因被炸而火车又不能开,一时人心惶惶,幸有常山一

条路可走,不然浙大几解体矣。”(《竺可桢全集》第 7 卷《日记》二集,第 3 1 3 2 页)Marriott 为英国水利专家,亦随浙大西

迁,著有日记体的Our Wartime Adventure(《战时历险记》),其中“述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六月事颇详”。舟车之劳顿、
人马之喧腾自不待言,至“最后一批的行李和图仪,也到了同一的地点”(1 0),已是 1 9 3 8 年 1 月 2 6 日。整个迁徙前后历时

一个多月。西迁第一阶段之“出浙江记”至此画上句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迁史上被称为“一迁”之地的建德。李絜非宜山期间完成的《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即有此说,此著

由竺可桢审定,1 9 3 9 年 1 0 月 4 日出版,按理当可采信。但事实上,《纪实》由李絜非执笔,多少带有个人视野的局限性。比

如李絜非对泰和情况着墨不多,甚至对马一浮泰和讲学亦未着一字。这是因为泰和开学前,1 9 3 8 年 2 月 9 日,李絜非即动

身赴永康,被派与省图馆长陈训慈一起押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至贵阳,因而 2 月中旬以后整个学期的《竺可桢日记》里都

没有李絜非现身泰和的记录。作为一个“不在场”的记录人,这段历史显然可能被忽略。与此相类,迁西天目,李絜非同样

不在场;且西天目最终只接纳了一年级新生,尚未及实施举校迁移计划,故竺校长当年日记中流露明显的重天目、轻建德

之内心意愿和迁校主张,确不能为人揣测和把握。而建德之迁则全员参与,李絜非也被频频派往晥南、浙西、赣东考察、联
络,后来还是“此次迁校非事务人员出力者”(《日记》一集,第 45 9 页)五人之一,此番记忆俨然不同寻常。故《纪实》不提天

目只述建德当能理解。
通过细读《竺可桢全集》,我们或许可以说,建德从一开始就不是竺校长心目中可以让战时浙大安心办学的久留之地。

在国立浙大整个西迁过程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差不多只是西迁途中的一个驿站。在为时局所迫仓促迁居建德的一个月

里,竺可桢既没有像在西天目时一样着手修公路、建食堂、定规章,改善教学条件;也没有像在泰和、宜山时一样筑堤、打
井,建造宿舍和教学楼,指导当地农民生产生活,而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一直致力于在赣皖山间寻找更合适的办学场所,
待 1 2 月初教部明确浙大可迁赣南时,浙大第一时间即有了与之相合的迁移目标和计划。这正是竺可桢深思熟虑和未雨

绸缪的结果。对此,张其昀的叙述或可作为参考:“军兴以后,浙大展转西迁,一徙于江西之泰和,再徙行广西之宜山,三徙

于贵州之遵义,八年奋斗,未敢稍懈……”(《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校庆特刊》1 9 3 6 年 4 月 1 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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